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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的社会学研究: 进程、议题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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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环境治理研究曾被认为是自然科学的专属领域，随着环境治理中多重问题的暴露，环境社会
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得以凸显。以环境治理的“结”与环境善治的“解”为线索的文献研究发现，社会学
界在环境治理的绩效审视、环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反思、环境治理的社会机制等议题开展了多维度研
究。环境治理不是一项孤立的社会行动，而是嵌入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系统中。近年来，国家
环境治理态势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环境治理绩效发生了显著变化。今后，社会学界可在社会响应、社会
过程及社会影响框架下深化环境治理研究，其深入研究对于推动环境社会学知识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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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环境治理研究曾被认为是自然科学的专属领
域。自然科学强调技术革新、污染消除与生态修复，
具有鲜明的技术性特征。随着环境治理中的经济、
法律、政治和社会等问题的显现，社会科学研究的重
要性日益凸显。其中，经济学、法学和管理学等学科
介入较早，社会学的研究相对较晚。在环境治理方
面，社会科学家将社会结构、法律规范、权利分配、环
境传播、环境正义与话语分析等纳入了研究范畴。

理解环境治理，需要洞察管理和治理这两个概
念。据考证，中文“治理”很早就见诸古籍文献，表
达的是“治国理政”意涵。而“管理”是舶来品，到近

代才出现。20 世纪 90 年代后，英语世界将治理与
传统的统治进行区分，对其赋予了新含义［1］。随
后，治理一词风靡起来，为学界广泛采用。有研究认
为，环 境 治 理 对 应 的 英 文 包 括 environmental
treatment和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其中，前者主
要从自然科学角度研究如何运用工程技术手段对环
境污染和生态系统进行整治与修复，后者主要从社会
科学角度探讨各种公私机构以及公民个体，如何保护
生态系统、解决环境纠纷以及实现公共环境利益最大
化［2］。20世纪 90年代前，我国学者基本是沿着中文
语境中的治理脉络采用环境治理这一概念的。随着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的译介，中文环境治理才与
之形成对应关联。此时，尽管环境治理仍是政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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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但学界在概念采用方面与西方开始趋于一致。
作为现代性的后果，严峻的环境问题不仅与发

展主义思潮和企业逐利有关，还与现代生产与生活
方式、消费主义特别是炫耀性消费存在内在关联。
因此，环境治理必然需要全社会的协同应对，而不仅
仅是政府与企业的责任。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环境
治理是一项社会行动［3］。一方面，它是多元利益主
体对人类社会活动的引导和规制。在此过程中，它
强调环境治理主体的互动与治理过程中的协商与民
主特质。相对环境管理而言，环境治理强调政府、企
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多元利益主体的互动与协商，
以及治理过程的透明化和治理机制的民主化。另一
方面，在重视生态修复和污染治理的同时，它更加注
重通过制定社会规范( 包括法律和政策) 、提升企业
和公众的环境意识以及增进人类的环境友好型行为
等路径，推动人类经济社会活动迈向可持续性。

20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社会学界开始
较为系统地开展环境问题研究，围绕“环境问题的
产生及其社会影响”这个研究主题［4］59，聚焦于环境
问题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与
社会影响等议题开展了多维度研究，但环境治理研
究还很薄弱。而在实践层面，中国的环境治理已经
成为“国家意志”［5］，呈现出复合型治理特征［6］。同
时，环境社会学发展呈现出从认识问题向解决问题
的方向演进［7］。当前，国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高位
推动环境治理，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积极探索
环境治理的新机制。另外，环境治理过程中也暴露
了不少新问题和新矛盾。这都需要学界加强学理阐
释和理论回应。在某种程度上，环境治理成为环境
社会学研究的新的学术增长点。

本文旨在梳理环境治理的社会学研究谱系，探
索环境治理的社会学研究框架。就研究线索而言，
着重在分析 1949 年后环境保护和学术研究态势的
基础上，围绕环境治理的“结”和环境善治的“解”梳
理研究动态，以期推动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其中，
环境治理的“结”，旨在梳理学界就环境治理绩效不
佳开展的解释性研究，解剖这一“症结”的产生根
源。同时，它也包含了环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反思
性研究。环境善治的“解”则是就环境治理路径与
方案开展的理论解释和学术研究，侧重探讨环境治
理的社会机制。无论是“结”还是“解”，都涉及环境
治理机制的社会学解释。此外，理解当下中国的环

境治理实践，也需要从结构化层面开展概要性分析。
最后，笔者将在环境社会学范式下，探讨环境治理的
研究框架。本研究的文献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社会
学领域的相关文献;二是不属于社会学学科但研究主
题涉及环境治理历史或社会结构等方面的文献。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环境保护与学术研究

一般认为，1972 年是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起
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此之前没有环保实践。
相关考证表明，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启动了“森林保
护”“水土保持”等工作［8］。20世纪 50年代末，国家
开始积极寻求工业污染的解决路径［9］。60 年代末
期，周恩来要求有关部门“搜集整理国外有关环境
保护的信息与材料”［10］。此外，国家卫生部门也注
意到环境污染及其健康影响，开展了很多实务工作。
简言之，国家 1972 年前已经开始关注环境保护，而
这一议题具有“无其名、有其实”的特征。对此，学
界需要加强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的收集、梳理与分
析，同时需要开展跨学科的交叉研究。

在学术研究层面，早期主要是污染控制和污染
处理视角，由自然科学主导。20 世纪 80 年代后，社
会科学界开始介入环境治理研究。在中国知网以环
境治理为主题词的文献检索发现，最早的学术文献
出现于 1980年。是年，曲仲湘等呼吁采取切实有效
的措施推动环境治理，同时强调必须尊重规律［11］。
不过，该文虽以环境治理为主题，但正文中并未出现
环境治理字样，也未对其进行概念界定。综观 80 年
代的研究文献，呈现出总量偏少且研究性文献不多
的特点。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社会学家费孝
通已经开始呼吁工业污染治理。众所周知，费孝通
认为其一生的使命是“志在富民”，就农村工业化和
小城镇等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其实，费先生很早
就意识到了工业污染问题。1984 年，他在《及早重
视小城镇的环境问题》中呼吁关注小城镇发展中的
环境污染问题，认为中国在发展经济时有可能“把
环境污染控制在最低限度”，但“优越的制度并不能
自发地产生理想的结果”。因此，“污染必须积极治
理”［12］。这是中国社会学家呼吁环境治理的最早文
献。进入 90年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增加不少，
以经济学、法学和管理学的研究成果为主。人口学
家张纯元 1993 年发表了《试论环境治理与观念更
新》，批评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个别治理”，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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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导致“治理的效果弥补不了破坏的深度，致使长
期以来生态环境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坏，环境
和生态危机进一步加深”［13］。这事实上强调的是系
统治理。进入 21 世纪，环境治理研究成果显著增
加，学界开始讨论公众参与、公平正义和环境传播等
话题。2010 年后，随着国家环境治理力度的增强，
研究成果快速增加，研究议题更加多元。

环境治理研究日益趋热，研究成果呈现出井喷
式增长态势。同时，环境社会科学快速发展，形成了
很多分支学科。其中，环境社会学在关注环境问题
研究的同时，就环境治理绩效及其结构化诱因等议
题开展了反思。然而，既有研究与环境治理实践的
需求仍有很大距离，有很多议题亟需深入研究。

三、环境治理的“结”与环境善治的“解”

1．环境治理的绩效审视
环境治理绩效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议题。中国的

环境治理绩效一度很不理想，甚至出现过“治理速
度”赶不上“污染速度”的状况。学界关心的是环境
问题“久治不愈”和治理失灵的根源。

我国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 GNP ) 几百美元时
就出现了西方工业国家人均 GNP 2 000 ～ 3 000 美元
时的严重污染问题，这种低收入与工业重型化结合
的产业结构被称作“超常结构”，其后果就是严重的
结构性污染［14］。为应对环境问题，我国在 1983 年
就将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使之上升到治国之
策高度，但贯彻效果并不理想。张玉林认为，它可能
是所有国策中“实施效果最差的国策”，而这根源于
运行于其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对此，他提出
“系统性伤害”与“碎片化治理”这一命题［15］。环境
治理失灵存在着制度化［16］和结构化的因素，这与治
理结构缺陷存在密切关联。Schnaiberg 提出的生产
的跑步机旨在解释美国环境政策执行失败背后的政
治经济原因［17-18］，其实，这一解释框架具有很强的
通用性。针对中国的环境治理绩效，学界从不同角
度给予了解剖。陈阿江提出了“次生焦虑”概念。
他认为，中国在追赶现代化中产生的社会性焦虑即
次生焦虑( 与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清教徒的焦虑
相对应) 是我国环境恶化的社会文化根源［19］187。李
侃如将政府的职权划分和激励结构视为影响环境政
策执行效果的关键因素。他认为，在条块分割的结
构中，纵向的“条”与横向的“块”之间存在着潜在的

冲突，且“使条条隶属于块块”。各级环保部门与其
所属地方政府存在“固定的统属关系”，而与上级环
境部门是“虚的统属关系”，由此“承诺和绩效之间
出现裂痕”也就不可避免［20］。此外，有些作品虽聚
焦环境问题分析，但也关切到污染久治不愈的深层
根源。比如，易明在《一江黑水》中就触碰了环境治
理绩效不佳背后的体制性因素，认为中国的官僚体
制不适应环境保护的要求［21］。当然，这一论断忽略
了中国官僚体制的韧性及其改革，如果将之放置在
当下的环境治理实践中，显然站不住脚。

①蒋晓平．陈吉宁: 2016年全国环境质量总体向好 局部恶化
［EB /OL］． ( 2017-04-25) ［2018-12-14］． http: / /www． xinhuanet． com / /

2017-04 /25 /c_1120868295．htm．

在结构化因素作用下，环境治理面临着难以调
和的矛盾。一方面，“社会需求”与“治理能力”两张
皮问题突出［22］，即公众对环境治理的绩效期待很
高，但环保机构的治理能力不足。另一方面，“命
令”与“执行”两张皮问题突出。环境治理绩效如
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法律法规和环境政策
执行力度［23-25］。然而，很多法规和政策被束之高阁，
出现了“文本法”与“实践法”相分离问题［19］，政策执
行的“最后一公里”［26］难题始终存在。所以，虽然国
家投入了大量资源，但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制度失
灵屡见不鲜。同时，环境治理具有“事件—应急”型
特征［27］，且聚焦于社会关注度高的环境问题并由此
呈现出“去问题化”倾向［28］，无法实现环境善治。

官方对环境治理绩效的总体判断与学界观点趋
于一致。20世纪 80 年代后，官方对环境治理的评
价处于“偏低”状态［29］23。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
议对我国环境形势的总体判断是“局部有所控制，
总体还在恶化，前景令人担忧”［30］，这种总体判断的
官方表述使用了近 20年( 有时使用的是“局部有所
改善”) 。直到 2017 年这种整体性判断才出现变
化———国家环保部门报告中出现了“总体向好、局
部恶化”这一表述: “2016 年，环境质量在全国范围
和平均水平上总体向好，但某些特征污染物和部分
时段部分地区出现恶化。”①当然，环保部门清醒地
认识到，生态文明仍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突
出短板，“仍是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问题”［31］。

现有研究虽有“国家视野”，但整体上聚焦于地
方政府的环境政策执行，对其治理失灵开展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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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研究。而全面审视这一问题，还需要跳出地
方政府再看地方政府的行为，从工业化历程与阶段、
环境治理的制度结构以及全球体系等更大的视域加
以审视。另外，近年来环境治理绩效出现了显著变
化，而社会学研究滞后于实践。当下，环境治理的结
构化诱因与区域性差异需要加以探究，政社关系、央
地关系、条块关系以及体制机制等结构性因素对环
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同样需要深入探究。

2．环境治理的反思
学术反思是推动环境善治的重要基础。学界对

西方环境治理理论和中国环境治理实践开展了反思
性研究。其中，前者阐释了西方理论的本土适用性
以及某些环境治理成效的“外部性”代价，后者则聚
焦于对中国环境治理模式和治理缺陷进行反思。

首先，西方环境治理理论反思。学界非常关注
中国环境问题的拐点，并试图在环境库兹涅茨曲
线［32］框架下寻找答案。大量研究以其为理论导引，
通过环境监测数据分析中国环境问题拐点。很多研
究验证或支持了“环境污染 /压力和经济增长呈现
出的倒 U形关系”这一基本观点，也有不少研究对
其进行了反思性讨论和批评［33-34］，或者对环境库兹
涅茨曲线进行修正［35］，提出了改进版的环境库兹涅
兹曲线。在政策层面，曲格平认为该理论不适合中
国，我国“必须摒弃这种曲线”，即“决不能走先污染
后治理的道路”［36］。陈阿江指出，不能轻易地以环
境库兹涅茨曲线判断中国的环境与经济关系，它只
是在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寻找关系，但忽视了
更复杂的社会背景［37］。这提醒我们要关注环境治
理背后的社会结构等因素。借用世界体系理论的术
语，环境问题存在“中心—边陲”结构。从全球范围
来看，发达国家的环境治理存在以污染向外转移为
代价这一事实，或者说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承担了他
们的污染灾害以及治理成本。所以，当中国叫停
“洋垃圾”后，西方国家的垃圾处理困境被摆上台
面。国家内部同样存在类似的结构性问题，比如，产
业转移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污染迁移，即污染从经济
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梯度转移。北京奥运会临
近阶段，“北京的天空变蓝了”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
焦点，但往往忽略了包括首钢在内的企业外迁这一
问题。学界还对在中国流行了近 20 年的生态现代
化理论展开了反思。生态现代化理论对人类的环境
前景持乐观态度，同时提出了环境治理的方案，认为

通过技术革新、政府干预以及市场和社会等利益主
体的激活，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局面能够实
现［38］。自 1992年，生态现代化理论走入英语世界
以来［39］，迅速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但福斯特提
醒到，技术革新和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常常诱发经济
规模的膨胀和更加集约的工业化，反而加剧了环境
恶化态势［40］。国内学者研究生态现代化理论时强
调考量国情。洪大用认为西方生态现代化是基于现
代化这一基础，而中国的现代化与生态现代化交织
在一起，中西方环保实践进程有明显区别。因此，套
用生态现代化理论，“不仅可能使我们陷入理论误
区，甚至会误导实践。”［41］同时，如果没有政治与文
化等领域的整体性变革，生态现代化也很难实现［42］。
此外，检验一国的生态现代化实践，同样不能忽视“中
心—边陲”结构，即需要对其环境改善是否存在以污
染输出为中介或代价这一问题进行审视。

其次，中国环境治理实践的反思。有学者认为，
1974年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的成立，标志着我
国行政主导的环境治理体系的形成［43］。这种模式
的形成具有特定的国情以及历史和文化基础。学界
通过不同的概念化表述对这种模式进行刻画。洪大
用认为，中国的环境保护具有鲜明的政府主导型特
征。随着社会发展和环境治理需求的变化，这种模
式的缺陷趋于突出［4］250-254。夏光将我国的环境政策
归纳为政府直控型环境政策。据其表述，政府承担
了绝大部分的环境管理事务，宏观政策制定和微观
环境监督基本都由政府直接操作［29］149。荀丽丽等
则提出了政府动员型环境政策，他们使用这一概念
“意在更充分地反映出应对生态危机时政府的社会
动员状态”，同时也意在对政府直控“所暗含的政府
权力的单向性”进行纠偏。他们认为，尽管环境政
策的实施由政府主导，但它仍是“一个包含了多方
社会力量互动的复杂过程”［44］。与政府主导高度相
关并由此衍生出运动式治理。运动式治理广泛存
在，具有稳定运行的制度保障与组织基础。周雪光
认为，运动型治理与常规型治理是中国国家治理的
双重过程，前者的突出特征是( 暂时) 叫停官僚体制
中的常规运作过程，集中各方力量完成特定任
务［45］。环保督察制度就具有这种特征［46-47］，有学者
认为它既肇始于常规环境治理机制失灵，又是矫正
“常规型环保治理机制的失败所必不可少的手
段”［47］。当然，虽然运动式治理能在短期内解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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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矛盾，但环境善治还需要制度化的治理机制。
学界还对环境治理标准化和异化现象展开了反

思。环境治理评价与考核需要标准，但需要考虑到
区域差异，且这常遭遇“知易行难”困境。有研究认
为，农村地区垃圾处置的“城市化”可能放大了农村
垃圾的环境问题，并造成资源浪费［48］。言下之意是
不能忽视农村社会实际和农村垃圾的就地利用属
性。环境治理中还存在异化现象。比如，有些地方
的沙化治理政策被简化为“植树种草”［49］，有的地方
存在“伪生态文明”［50］，还有一些地方存在“破坏式
治污”现象①。这是以“目标取代手段”［51］，而非真
正推动环境治理。事实上，无论是环境治理的“发
包方”还是“承包方”，对此都不陌生。那么，这样的
问题缘何长期存在? 其背后的深层次诱发机制是什
么? 其实，这些问题仍有待深入研究。

3．环境治理的社会机制
在环境治理的社会机制方面，不同的学科有不

同的价值主张和理论倡导，但都认同多元共治这一
取向。其实，对于环境治理而言，构建国家、市场与
社会等多元利益主体参与且相关利益主体能进行充
分互动的复合型治理［52-53］，就是一项基本要义。有
研究表明，利益主体的有效互动是治理绩效产生的
基础［54］。在多元治理框架中，环境社会学界高度关
注社会及其功能发挥，由此强调生态智慧的传承与
创新，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生态智慧和传统文化在生态人类学中素来占有
重要位置，在环境社会学中同样是被重视的一项重
要议题。在传统社会，地方传统、乡规民约、民间信
仰、宗教禁忌等对生态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3］。在
农业生产实践层面，“粪肥循环到耕地”对于“维持
生产力和土壤的肥力”［55］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
在遭遇现代性后出现了代谢断裂［56］，加剧了生态恶
化［57］。于是，学界积极倡导传承民间生态智慧，并
呼吁重新审视被视作原始陋习的生产方式。比如，
刀耕火种曾处于一边倒的批判声中，而尹绍亭先生
揭示了它蕴含的生态智慧，指出它“是土著民族对
生态环境适应的生计方式”［58］。环境治理需要借鉴
传统生态智慧和民间知识［59］。古巴都市有机农业
发展提供了启发意义。古巴在美苏对峙时期走上化
学农业，但随着苏联解体，其农业生产所需物质旋即
大幅减少，食物短缺危机亦爆发。危机面前，古巴人
重启先民智慧，广泛采用牲畜粪肥等生物肥料，并通

过作物轮作等方式解决病虫害。这种生产模式规避
了化肥和农药使用，推动古巴走上了有机农业和都市
观光农业发展道路［60］。中国传统生产生活实践中同
样蕴含着很多生态智慧。陈阿江认为，传统社会是个
“废物充分利用”以及“有垃圾而无废物的社会”［61］。
当前，重建农业物质循环对于“弥补种养分离的代谢
断层”［62］和解决农业和农村环境问题都具有现实意
义。譬如，复合农业生产模式在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
同时能消除面源污染，产生了不治而治效果［63］。

环境治理需要对生态智慧加以传承和创新，使
循环运转起来，并构建循环运转起来的上下游链条。
当然，生态智慧的传承研究有两个前置性条件: 一方
面，这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盲目膜拜。在传统社会，
同样存在人与自然失调的现象。所以，我们需要对
传统情节和传统偏好预设保持警惕。另一方面，借
鉴传统生态智慧并非简单地重返传统，而是要探讨
它与当代环境治理的融合机制，这需要探讨它与现
代技术和生产方式的衔接与耦合。对于学界而言，
需要系统梳理传统生态智慧和地方知识，不能停留
于泛泛而谈或宏大叙事。就操作层面而言，需要加
以适当改造和创新，使之具有可操作性。

①“破坏式治污”正加速河流生态退化［EB /OL］． ( 2019-02-14)

［2019-02-15］．https: / /www．thepaper．cn /newsDetail_forward_2984318．

环境治理不仅要进行“污染控制”和“生态修
复”，还要进行“人与自然关系的修复”［64］。其实，
如何开展环境治理，一直存在理论分野。自然环境
主义强调自然的“原生态性”，即人类不干预自
然［65］，这是一种将人与自然割裂开来的做法，而且
在人多地少的区域不具有可操作性。有学者提出的
剥离型地方环境政策与此具有类似的原理。它包括
两层含义:将人从环境中剥离出来，意味着将人们的
环境归属感和责任感剥离出来; 政府将利益相关方
特别是基层群众意见剥离，容易导致环境政策的低
效和失效。最终，这种政策导致居民与环境的关系
被割裂，最终成为“作恶的受害者”和“沉默的智
者”［66］。与此不同，日本通过恢复河川活力和进行
可持续利用，而不是疏离人与环境的关系，促进了琵
琶湖的环境善治［67］。正是基于琵琶湖治理实践以
及对自然环境主义和现代技术中心主义的反思，日
本环境社会学界在 20世纪 80年代提出了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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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该理论的主要提出者鸟越皓之和嘉田由纪
子，主张通过尊重和挖掘当地人的生活智慧推动环
境治理，强调制定环境政策时考虑当地历史、文化以
及居民的需求［65，68］。生活者更了解区域文化与风
土人情等地域特殊性，政策的制定需要尊重居民要
求，并据此考虑环境保护策略［69］。同时，该理论反
对将人与自然割裂开来，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比如，相比较纯粹的保护，利用与保护相结合更好地
保护了日本的森林资源［70］51-53。为增强环境治理内
生动力机制，学界倡导将“重建人与自然的联系纳
入环境治理思路之中”［71］，缩短人们与环境的物理
距离和心理距离［70］4-5，构建环境治理共同体。此
外，留日归国的环境工程专家朱伟等在此框架下提
出了亲自然河道治理理念，强调修复人与河道生态
之间的关系，推动河道周边居民参与河道管理［72］，
以实现环境善治。这反映了生活环境主义对中国环
境工程专家的影响，以及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河道治
理实践的影响。

整体上看，考虑亲自然以及居民需求在政策和
学理层面具有共识，但在实践操作层面应用者少。
无论是地方主政者还是治污企业，都很少咨询居民
的意见。环境治理还是偏重工程技术思路，近年来
依然有不少地方因为资金宽裕了而将农村河道进行
水泥硬化。同时，各地的环境治理主要仍是基于封
闭的决策系统而开展，地方社区的意见很少被考量。
学界需要深入回应这些现实矛盾，围绕人与自然关
系的修复机制、居民意见的吸纳机制以及环境治理
的社会基础等议题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四、环境治理态势的结构性变化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各界对环境问题的理
解和认知存在差异，环境治理在国家中心工作中的
位置存在显著区别。当前，中国环境治理态势发生
了结构性变化，环境治理绩效显著提升，这反映了环
境治理势能变化。环境治理势能是一种结构化和整
体性力量，它既与社会结构存在内在关联，更受经济
发展水平和政治压力传导机制驱动。在经济发展水
平较低阶段，经济增长是主基调，环境治理的社会监
督和信息公开等机制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当环境
治理在国家中心工作和治国理政中的位置趋于中心
化时，不仅国家的资源投入大幅增强，而且自上而下
的政治压力和政治问责力度显著增强，从而对环境

治理进程产生深刻影响。
早期的环境治理以技术路线为中心，这是一种

末端治理。这种思路认为，环境问题源于技术缺陷，
随着技术革新与进步，环境问题能够迎刃而解。20
世纪 90年代后期，研究者日益意识到环境治理困境
背后的社会因素。社会学家尤其强调环境问题的社
会属性，即环境问题“主要不是科学技术问题，而是
经济社会问题”［61］。这既赋予了社会学研究环境问
题的“合法性”，也为社会学研究环境问题提供了视
角。国家环保部门的政策研究者提出了类似观点。
夏光认为，我们既要改善人类对自然的利用方式
( 称之为“技术革命道路”) ，也要调整人与人之间的
利益关系( 称之为“制度创新之路”) ［29］33。如果沿
着 20 年前社会学家关于环境问题主要是“经济社
会问题”这一判定思路的逻辑来看，今天的环境问
题已经不仅是社会问题，更主要的是政治问题。

①“包咳死”是中国网民对美国前任驻华大使马克斯·鲍克斯
( Max Baucus) 的戏称。

环境问题的严峻性促使国家和各级政府从政治
站位角度理解和推进环境治理。在国际层面，诸如
“APEC蓝”“北京咳”“包咳死”①等词汇成为西方认
识中国的新标签;大气污染对国家形象和国家重大
政治和体育活动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 PM2. 5 甚至
引起了我国与韩国的外交“口水仗”———韩国多次
认为中国的空气污染“漂洋过海”，影响了他们的空
气质量。在国内，突出的环境问题严重影响了公众
健康，引发环境抗争与环境移民等问题，不仅影响社
会秩序，而且影响政治秩序。当前，环境治理成为重
大政治任务。十九大报告将污染防治作为与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和精准脱贫并列的三大攻坚战之一。

在此背景下，中国环境治理态势发生了结构性
变化。首先，环境治理的政治意义显著提升。环境
治理需要回应“对内”和“对外”双重承诺———对外
是兑现作为“负责任大国”承诺，对内要兑现“让人
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气”以及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庄严承诺。其
次，环境治理进入中心工作议题。过去，环境问题很
难列入党委和政府的核心议事日程，现在则成为中
心工作之一。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而言，必须从政
治站位的高度认知环境治理。以水环境为例，2017
年后地方党政主要领导每年都要在河( 湖) 长制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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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下巡河( 湖) ，到河( 湖) 边召开“现场会”，以高位
推动水环境治理。第三，环境治理的政治环境和政
治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除了将生态文明纳入“五
位一体”战略布局外，国家实施了“党政同责”“终身
追究”“离任审计”等制度，启动了中央环保督查以
及“环保回头看”，大批环保不力和“不作为”干部被
问责，产生了巨大威慑力。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环境事件问责了 100 多名干部，这“给各地区各
部门和各级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对于深化“生态
环境保护具有历史性、标志性意义”［31］。官方话语
同样反映了治理态势的整体性变化。2017 年，国家
环保部门负责人用“认识最深”“力度最大”“举措最
实”“推进最快”“成效最好”这“五最”形容 2012 年
后环境治理的态势。同时，环境治理出现了 5 个
“前所未有”，即“思想认识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污
染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制度出台频度之密前
所未有”“监管执法尺度之严前所未有”“环境质量
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73］。不难发现，政治压力
是推动环境治理的关键因素，为环境治理提供了重
要势能，这是中国环境治理区别于西方的显著特征。

环顾国际环境治理历史，也存在类似的势能变
化。有研究指出，在美国环境公害泛滥时期( 20 世
纪 40年代之前) ，空气污染治理中“反对者的力量
明显强于支持者”。由于不是时代关注焦点，污染
治理意味着对企业“利益的阉割”，清洁空气支持者
“经常遭遇优先增长之精神的阻碍”［74］。到了 20世
纪 70年代末期，这种格局依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
环保主义者还受到了很多骚扰，比如，绿色和平等环
保组织遭遇了恫吓甚至暴力袭击［75］。Sherry 等指
出，20世纪 80年代之后，美国草根环保组织和社会
活动家需要的已经不再是颁布新的环保法律，而是
现行法律如何付诸实施的问题［76］。此外，环境治理
还存在历史倒退问题。比如，里根担任总统时期，美
国出现了环境逆流时代，环境科学研究受到压制。
这说明环境治理研究不能缺少历史思维。当经济发
展是政治优先议题和社会的“主基调”时，环境治理
很难获得真正的重视，环境治理绩效自然不乐观。

中国当下的环境治理力度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
时期，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善治已经实现。目前，环
境治理仍面临着很多的体制机制障碍，环境灾害仍
时有发生。同时，有些地方还出现了“乱作为”“治
理秀”等问题。此外，环境治理具有复杂性和反复

性问题。洪大用在提出绿色社会这一概念时，指出
如果缺少“全面深入持续的绿色社会建设，目前环
境改善的效果就是不可持续的”［77］。这事实上说明
了中国环境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五、环境治理的研究展望

环境治理中有很多问题亟待理论阐释，也有很
多“谜团”需要揭开，其成果集成可为环境社会学的
知识生产提供重要基础。基于环境社会学研究范
式，可围绕社会响应、社会过程和社会影响就环境治
理的前沿议题展开研究。

1．环境治理的社会响应
所谓社会响应，即研究各利益主体特别是社会

组织和公众在环境治理方面的响应机制。在推动环
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背景下，政府主导型环境治理
开始向多元主体共治转型，但这并不是多中心治理。
同时，就多元利益主体治污而言，政府毫无疑问扮演
着主导角色，即使是生态补偿，依然具有深刻的政府
行为烙印;市场日益活跃，但主要受资本和利润驱
动; 相比之下，社会依然是最薄弱的环节。当下，如
何激活公众的主体责任，是最核心且复杂的环节。

环境治理不能脱离公众这一重要利益和责任主
体。尤其是，在衣食与出行和可持续消费塑造这样
的所有社会成员都广泛且深度参与的领域，公众的
环境价值观和环境行为非常重要。我国法律条款和
政策文件都强调推动公众参与，但实际效果并不理
想。相比西方，我国公众在参与环境治理等公共事
务的制度环境与文化语境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
同时，我们要看到公众参与这一概念强调的是参与
面向，对主体责任强调不足。夏光也认为，参与本身
就表明公众是非主体性的，“只是参与别人的事而
已”，而环境治理需要“正确界定政府和社会在环境
政策中的地位”，要把“社会力量置于基础性地
位”［29］166。环境问题是痼疾，环境治理必须发挥公众
主体责任，而不仅是让公众参与某项事务。当然，公
众主体责任意识的激活可谓“知易行难”，需要开展扎
实的基础性研究和地方试验，但这也提醒我们需要基
于中国实践提炼更适合本土语境的话语和概念。

2．环境治理的社会过程
环境治理是一个不同利益群体博弈的过程，需

要客观解读和解释。社会学可以在解释性和反思性
框架下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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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环境治理实践的阐释性研究。为破解
环境治理中的体制机制障碍，国家“加快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步伐，推出了一系列制度性举措，各地也
开展了大量创新实践。其中，既有政府主导的环境
治理，也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开展的探索与试验。不
少创新实践产生了示范效应，“河长制”“新安江跨
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那
么，这些创新实践是如何产生的? 它们的创新扩散
原理是什么? 可持续性如何? 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
研究。此外，农业生产实践中有不少共生类型，其产
生和运行的基本逻辑同样需要解剖与阐释。

另一方面，基于问题研究导向对环境治理中暴
露的困境开展理论分析和反思性研究。“问题导
向”遵循的是社会学研究中的社会问题研究取向。
中国当下的环境治理和环保产业面临着很多机遇，
同样面临着很多挑战。比如，不少地方开展了环境
治理创新试验，但稳定性不强; 也有一些创新实践沦
为“昙花一现”; 还有一些标榜为创新，本质上却不
是。那么，如何认识这些社会现象? 为何出现环境
治理创新热潮? 这些问题涉及社会结构和利益博弈
问题。此外，有些地方在开展环境治理时，被淘汰的
落后产能转移到欠发达地区; 有的地方环境治理科
学性、精准化以及精细化不足;还有的地方违背治理
规律，存在“一刀切”“治理秀”“表面治理、深层伤
害”以及“上级甩锅、基层背锅”等问题。社会学家
需要以啄木鸟的精神，对这些问题进行客观的审视。

3．环境治理的社会影响
社会影响即研究环境治理对不同利益群体以及

特定时空范围内社会秩序等方面的影响。环境治理
往往涉及企业和产业重组，也会由此诱发社会分化
和阶层分化。同时，在特定时空范围内，环境治理也
会影响社会秩序。

在探讨社会影响时，需要关注普通人群的利益
关切。在环境治理方面，精英因为其拥有的资源、技
术与话语优势，备受各界关注。相比之下，普通人群
的声音往往不被重视甚至被淹没。这至少包括 3 个
方面的议题:首先，普通人群的生计需要引起审视。
大量散乱污企业关停后，普通工人尤其是那些文化
水平不高、年龄较大从业者的生计问题不能忽视。
对于环境社会学而言，不仅需要审视环境问题，还需
要系统诊断环境治理过程中复杂的社会问题。其
次，产业转型中的阶层分化需要研究。经济基础好

的“大户”具有转型基础，还可以做大做强，但“散
户”往往面临着资金和技术缺口等难题，甚至被直
接淘汰。由此，环境成为影响阶层分化的重要变量。
再次，普通人群的利益补偿等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以生态补偿为例，按照规则，上游为流域环境治理牺
牲了相关产业，需要得到补偿。目前的生态补偿以
政府间补偿为主，上游普通群众获得的实质性利益
很少。简而言之，生态补偿中的利益平衡及相关问
题需要研究，环境公平和社会公平需要研究。

六、结 语

研究环境治理是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转型
的重要窗口。当前，环境治理是多学科共同关注的
热点议题，而社会学研究还非常薄弱。本文在文献
梳理的基础上，提出按照环境社会学研究范式，围绕
社会响应、社会过程和社会影响框架深化环境治理
研究，以期推动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

环境治理不是孤立的社会行动，而是嵌入在特
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系统中。因此，评估环境政策
效果不能脱离制度结构和发展阶段，审视环境治理
绩效也不能脱离结构化的制度环境。针对环境治理
绩效不佳这一问题，不能简单地将板子打在地方政
府和环保部门身上。部门性或区域性地为环境治理
“赋权”和“赋能”，无法从根本上实现环境问题的根
治和善治。近年来，中国环境治理绩效显著提升，而
这同样不能脱离结构化视野，不能忽视国家中心工
作变化和注意力分配这一宏观背景。因此，环境治
理研究需要加强过程分析和结构分析，阐释环境治
理政策和实践的结构化因素。

深化环境治理研究对于推动知识生产具有重要
意义。中国环境社会学界围绕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
文化根源、环境问题引发的邻避效应和环境抗争等
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但环境治理研究依然薄弱。
当下，中国的环境治理实践既需要理论回应与阐释，
也为知识生产提供了机遇。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有其
时空背景，也都有参照系。比如，生态现代化理论来
自对当时弥漫的悲观理论思潮的不满与批判以及对
西欧环境保护实践的提炼，生活环境主义源自对自
然环境主义和现代技术中心论的批判以及琵琶湖环
境治理实践的提炼。那么，如何基于中国的环境治
理实践推动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 这是一项需要学
术共同体长期努力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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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ological Study o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rocess，Issues and Prospects /CHEN Tao (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pulation Studies， 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was used to be
regarded as the exclusive field of natural science．
With the exposure of multiple problems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 importance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has been highlighted．
Literature studies based on the clues of“knot”and
“solution”show that academic circles have carried
out multi-dimensional research on performance，
reflection，theory，practice，and social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t is not an isolated social
action， but embedded in a specific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 In recent years， the
situation of nat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has
undergone structural changes，and its performance
has changed significantly． Sociologists can conduct
research on frontier issu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social response，social process and social impact o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Deepening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will provide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production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knowledge．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tructuralization;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knowledge
production

Knowledge Map of Environmental Ｒisk
Perception Abroad Based on Co-words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WANG Xiaona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Shanghai Ope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the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risk perception has become the focus
and hot spot of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 large number
of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 literature of environmental risk perce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but it is still
difficult to reach a consensus in this research field． In
this study，415 papers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risk
perception published in 1982-2019 were taken as
samples， and the knowledge unit co-occurrence
matrix was constructed by SATI software． The matrix
was introduced into Ucinet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oftware to generate environmental risk perception
keyword co － occurrence knowledge map，and SPSS
software was used for factor analysis，cluster analysis
and multi-dimensional scale analysis of high

frequency keyword dissimilarity matrix． There are nine
academic school researches and four knowledge map
dimensions of environmental risk perception．
According to these， they are divided into two
dimensions: “existentialism ”and“constructivism”．
Under the multi － disciplinary path，the 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risk perception is permeated and
intermingled with each other in “ conceptual
interpretation”，“objective unity”and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However，due to the differences and
divisions between “ existentialism ” and
“constructivism”，it is difficult to integrate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risk perception． According to this，it
will provide reference and reflection for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risk perception in China．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isk perception;
knowledge map;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co-word
analysis

Ｒesearch on the Optimization of Supply and
Demand Balance Path of Urban Home-based Care
Serv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rvice Ｒesources
Integration /QU Shaoxu， et al (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Nanjing 210094，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imbalances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n China’s urban home-based care
service，such as multiple subjects but single service，
low service response and large communication gap，
and repeated content and low degree of specialization．
These problems not only reduce service quality and
waste service resources， but also weak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ice providers and
demanders，so they need urgent improvemen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 service resources involved
in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theory of service resources integration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field． The optimization
of service supply methods，the adjustment of service
resources allocation，and the improvement of service
modes included in the theory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urban
home-based care services． Based on this theory，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service resources
integration，relying on the policy framework of supply
and demand balance， the paper proposes an
optimization strategy for optimizing the supply and
demand balance path of urban home-based care
services，such as optimizing the chain of balanced
policies， promoting the balance of supply and
demand， and promoting the output of balanced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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